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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代际传递研究进展
＊

刘新波　文 静　刘轶芳

摘要：贫困代际传递作为一种深度持续性的贫困问题，自提出以来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
视，消除贫困代际传递也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话题。本文首先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数据库作
为数据来源，对现有文献做了文献计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并且从
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梳理，介绍了代际贫困的测度方法，进而有针对性地从个
体层面、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总结归纳出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这对我国决胜脱贫攻坚战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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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认可度较高的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９）提出：“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
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
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与代之间延续，使
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因此，贫困代际传递指的不仅仅是贫困现象的继承，而且包含导致贫困
的不利因素在代际间的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贫困问题，已经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消除贫
困代际传递也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话题。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５）采用美国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的数据测算发
现，１６％～２８％的“贫二代”成年后仍然贫困。Ｌｉ（２０１５）甚至认为祖父母的贫困状况会对孙辈的身高
和体重有负面影响。更有学者认为，英国和美国的代际收入传递性存在加强的趋势（Ｌｅｅ　＆Ｓｏｌｏｎ，

２００９）。２００８年长期贫困研究中心（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①估计大约３．２亿～４．４３亿
人生活在长期贫困中，而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继承贫困。２０１８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公平的
进步？世界各国代际经济流动》（Ｎａｒａｙ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基于代际流动的全球数据库（ＧＤＩＭ）对代际
收入流动进行的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代际传递表现得尤其严重。

一、文献计量

为了进一步把握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本文首先就现有文献做基本的文献计量研究。本书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具体检索策略为：主题＝“（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ｒ　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ｏ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ｏｒ　ｐｏｏｒ　ｏｒ　ｉｍｐｏｖｅｒｉｓｈ＊）”，文献类别＝“ａｒｔｉｃｌｅ”，时间跨度从１９６０年开始，数据检索和更
新日期为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精炼经济学类研究方向，共检索到４５２篇外文文献。基于检索到的这
些外文文献，采用Ｂｉｂｅｘｃｅｌ、Ｐａｊｅｋ和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等文献计量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图谱分析。贫困代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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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相关文献的年度发文量在２００６年之前总量都不到１０篇，２００６年以后的发文量逐年增加。２０１８年发
文量明显增多，达到５５篇。在学界发文量总体下降的大趋势下（Ｃａｒｄ　＆ＤｅｌｌａＶｉｇｎａ，２０１３），近年来对贫
困代际传递研究的文献反而不断增加，说明这一问题是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问题。
图１为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节点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高低，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两个节

点所表示的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献中的次数，连线越粗表示关键词共同出现的频次越高。如
图１所示，“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ｌｄ”出现频次最高，其次还有“ｆａｍｉｌｙ”
“ｗｏｍｅｎ”“ｈｅａｌｔｈ”等，表明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儿童、家庭、女性和健康这几个维度。在
共现网络中，除“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和“ｐｏｖｅｒｔｙ”外，“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和“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和“ｗｏｍｅｎ”共同出现的次数较高。

图１　关键词共现网络

图２　关键词时区图谱

使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４５２篇文献的关键词时区图谱进行分析，节点类型选择“Ｋｅｙｗｏｒｄ”，时间切片
选择Ｔｏｐ　３０，得到关键词时区图谱如图２所示。图中节点所在位置表明在前述设定下该节点关键词
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节点越靠左，关键词出现时间越早；同时这些节点反映了该时区内的研究热点和
研究趋势，而且节点越大代表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如图２所示，贫困代际传递研究领域的热点
依次为“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ｏｖｅｒｔｙ”“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ａｍｉ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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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ｗｏｍｅｎ”“ｈｅａｌｔｈ”等。由此本文发现，从贫困代际传递这一现象展开，相关研究已经逐步
引入家庭、教育、女性、健康等这些关键因素。那么，这些方面如何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又该如何从这
些方面切入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对此，本文将就关键影响因素的传递路径进行深入剖析，并在此基
础上总结和归纳贫困出代际传递阻断机制。

二、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

大多数学者认为贫困代际传递并不是由单一因素引起，而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Ｈａｒ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Ｂｉｒｄ　＆Ｓｈｉｎｙｅｋｗａ，２００５）。Ｂｏｇｇｅｓ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研究指出，与富裕家庭相比，贫困家庭的
后代更缺乏物质资源（食物、住所和药物等）和社交资源（好邻居和充足的公共服务等），父母贫困、家
庭结构、邻里劣势、社会孤立和劳动力市场等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影响因素。结合上文的文献计
量分析，本文以家庭作为扶贫单元，将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分为了家庭内部因素与家庭外部
因素。

（一）家庭内部因素

１．家庭结构与内部环境。Ｈｏｙｎ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通过对美国贫困家庭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变迁
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家庭结构与贫困有很强的相关性。离婚家庭或单亲家庭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
美国的家庭贫困率由１９６７年的１３％上升到２００３年的１７％。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或单母亲家
庭）处于贫困状态的数量明显在增加。Ｗｏｊｔｋｉｅｗｉｃｚ（１９９３）认为，由继父抚养的儿童的教育投资可能
比由单母亲单独抚养时更差。Ｂｏｇｇｅｓ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进一步研究发现，单父母更有可能遭受失业风险，

更多地依赖福利救济，其子女也更有可能成为失业者。Ｖａｎ　ｄｅ　Ｗａｌｌｅ（２０１３）对马里的研究显示，寡妇
和其子女的生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家庭，即使寡妇再婚，生活水平依然存在差距，这种影响会传递给
子代，导致由丧偶产生的贫困代际传递。Ｂｉｒｄ　＆Ｓｈｉｎｙｅｋｗａ（２００５）在对乌干达的研究中发现，寡妇
大多会受到邻居或亲戚的侮辱和欺负，甚至可能会失去他们的房屋和土地等资产，这又会对其子女
造成心理上的创伤。因此，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双亲家庭的孩子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相对同
龄人的表现也更差。对于失去双亲的孩子，由老人抚养的问题在于孩子成长过程中视野的局限导致
技能的缺失，进而限制了其成年后的赚钱能力。Ｅｎｇｌ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则研究指出，失去双亲的孤儿，即
使被送去孤儿院，也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与关爱；若被人领养，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取决于领养家庭的
情况和领养的原因。

家庭暴力和酗酒等不和谐的家庭内部环境会降低子女的家庭荣誉感，提高子女的辍学率，甚至
影响子女身心健康发展。Ｈａｒ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提出，良好的童年环境对儿童成长与发展很重要，目睹
或经历家庭纠纷与家庭暴力可能使儿童和青少年受到严重创伤，并对其行为产生长期影响。Ｂｉｒｄ　＆
Ｓｈｉｎｙｅｋｗａ（２００５）认为，酒精是推动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关键因素，饮酒是对贫困的反应，而饮酒的
结果就是贫困。此外，Ｅｎｇｌｅ（１９９９）还指出，儿童遭受心理虐待与生理虐待会对其营养状况造成破坏
性影响。

２．营养与健康。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１５年曾估计，全球每年有４亿人无法获得一项或多项基本卫
生保健服务；１．５亿人因自费支付系统而遭受灾难性的卫生保健支出，１亿人陷入贫困①。此外，低
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穷人获得卫生保健服务的机会相对不足，因此处于不利地位。这些不利因素
和贫困往往会阻碍穷人获得可靠的卫生服务，并随后使其陷于贫困之中（Ｐｅｔ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Ｋａｂｉｒ　＆
Ｍａｉｔｒｏｔ，２０１８）。因此，良好的身体发育，包括营养和健康等，对贫困的代际传递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

营养是儿童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投入之一，Ｈａｒ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研究指出，营养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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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传递的影响可能从子宫内开始，因为营养不足的母亲腹中胎儿的生长速度会低于营养充足的
母亲。营养不足对贫困代际影响的路径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两岁前营养缺失以及因此导致的
疾病和感染所造成认知方面的损伤是很难逆转的，无论其后来的营养水平和生活环境有何改善。

而早年认知受损的儿童在学校和重要生活技能方面的学习可能会更加困难，这将限制他们未来的
劳动力市场机会（Ｈｏｒｒｅｌ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其二，对于长大后依靠体力劳动生存的儿童来说，早年营养
不良可能会降低其身体素质并削弱其在成年期的体力，从而降低其收入前景（Ｍｅｎｔｉｓ，２０１５）。其
三，营养不良和亚健康状态也会限制孩子社会情感的发展，以至于后期在学校和社会的表现都不
佳，也不会对下一代有更多的关爱，并将这一不良状态进一步传递下去（Ｇｒａｎｔｈａｍ－ＭｃＧｒｅｇｏｒ，

２００７）。

遗传、传染性疾病或损伤也会在贫困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１）研究指出，结核病仍
然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代际传染病，对穷人的健康和生产力产生重大影响。Ｂｉｒｄ　＆Ｓｈｉｎｙｅｋｗａ
（２００５）研究发现，艾滋病的传播更是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因为家庭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
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损失了劳动力，影响了其他家庭成员的福利，尤其是其子代。艾滋病可
能会传播并延续家庭的贫困，相关子女都会受到周围人的排斥而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儿童的身心
健康将受到影响，从而无法跳出贫困。

３．教育和人力资本。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１）将儿童辍学等行为视为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Ｅｍｅｒｓｏｎ　＆
Ｓｏｕｚａ（２００９）基于巴西全国家庭抽样调查（ＰＮＡＤ）数据研究指出，相对于未完成基础教育的人，完整
接受基础教育的人的第一份工资收入将高出约５０％。但贫困家庭在满足家人基本温饱的前提下，无
法再为其子女提供充足的教育投资，其子女可能会进入教育质量较低的学校接受教育，进而其受教
育程度有限。Ｋａｂｅｅｒ　＆ Ｍａｈｍｕｄ（２００９）研究指出，贫困家庭在面临突发的外部冲击时，其子女极有
可能辍学，即使该家庭从冲击中恢复过来，其子女也很难再继续接受教育。Ｅｒｉｋ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基于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研究表明，不同阶级的孩子在其１６岁之后是否继续接受教育的选择会有明显的
差异①。Ｗａｈｂａ（２０００）通过对埃及的案例研究发现，童年时期工作的父母将其子女送去做童工的可
能性是童年时期不工作的父母的两倍。Ｓａｍ（２０１６）针对加纳的研究发现，贫困家庭更有可能把孩子
送出去工作，童工主要是一种贫困现象，并遵循代际模式。因此，教育作为财富的代表，父母与子女
之间教育的代际传递同时反映了父母与子女之间收入的代际传递。包括加纳、巴基斯坦、秘鲁、埃及
和巴西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证据都表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教育水平有很强的相关性（Ｒａｙ，１９９９；

Ｗａｈｂａ，２０００；Ｅｍｅｒｓｏｎ　＆Ｓｏｕｚａ，２００９）。

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的另外一个途径是神经机制。近年的研究显示，亲代的教育水平与
子代的颞叶、扣带回、额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亲代的教育水平越高，子代颞叶的皮质面积
越大；亲代的教育程度越低，子代的扣带回表面积越小且皮质越薄（Ｌａｗ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亲代的教
育水平还与子代的左侧额上回皮质厚度具有显著相关性。贫困家庭的子代往往ＩＱ得分低，相比
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儿童，阅读能力和数学技能也要差一些（Ｂｒｏｏｋｓ－Ｇｕｎ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贫困的亲
代给子代所带来的这些负面影响最终使得贫困在两代人之间产生了代际传递的现象（周加仙等，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公平的进步？世界各国代际经济流动》基于代际流动的全球数
据库（ＧＤＩＭ）对代际收入持续系数进行分解，总结了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之间三个渠道，分别为：（１）

父母教育会影响子女教育，进而影响其收入，如受过教育的父母会更倾向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２）父母教育会影响子女的非教育特征，如受过教育的父母会帮助其子女获得更好的非认知技能，从
而提高子女的收入水平。（３）父母的非教育特征对子女收入也存在持续性影响，如相对富裕的父母
所居住的地区以及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都更好，可以为其子女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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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１９７３年颁布《教育法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义务教育年限为１２年（５～１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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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女性贫困与女性就业。１９９５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提到：“当今世界上１０亿
多人生活在令人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随着女性贫困群体显著增加，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开始，女性贫困就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贫困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也使得女性贫困特
征在跨代传递中尤其突出（Ｂｕｖｉｎｉｃ＇，１９９７；Ｂａｓｔ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鉴于女性在抚育后代、家庭未来发展
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贫困的代际传递与性别差异存在很强的关联度（王爱君，２００９）。

Ａｌｔｏｎｊｉ　＆Ｄｕｎｎ（１９９１）基于ＮＬＳ数据库分别对子代不同性别的代际收入关系进行测度，得出
父亲与儿子之间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０．３６，而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０．４８，表
明女儿比儿子更容易继承父亲的贫困，而且母亲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收入相关系数为０．５６，也即贫
困母亲更容易将贫困传递给子代。Ｓｅｎ　＆Ｂｅｇｕｍ（２００２）则证明了女性健康与收入都是传递贫困的
重要渠道之一。母亲不仅可以将疾病直接传递给下一代，其对营养健康问题的认识也决定了子代
的健康水平。此外，Ｅｎｇｌｅ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还研究指出，性别歧视的教育投资会导致女性教育和收入的
恶性代际传递。正如Ａｌｄ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进一步指出的，母亲如果没有受过教育，其女儿不接受
教育的可能性会更大。因此，妇女贫困带来的直接后果主要体现在高生育率、高死亡率、高贫血患
病率、低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妇女就业受到影响，进而陷入贫困的代际传递和恶性循环（闫坤、孟
艳，２０１７）。

女性就业是否能缓解女性贫困？Ｌｅｓｌｉｅ（１９８８）根据２５项贫困儿童营养援助计划的实施效果在
其研究中做了两方面的说明：一方面，对处于断奶时期的婴幼儿，女性就业对其负面影响较大，因为
婴幼儿生长迅速，免疫力低下，往往需要频繁的营养膳食的喂养，这对于外出工作的女性来说较为
困难。另一方面，女性就业带来的收入可以改善贫困家庭的经济条件。女性就业更有能力为其子
女购买更有营养的食物。此后的研究也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Ｈａｒ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的研究也指
出，迫于经济压力出去工作的女性必然因外出而减少对子女看护和教育的时间。缺乏对子女的看
护意味着父母无法防止子女从事有害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事故。Ｂａｒｂａｒｉｎ　＆ Ｒｉｃｈｔｅｒ
（２００１）就南非儿童的观察还指出，父母均工作的家庭，如果不能负担幼子的看护费用，则会强迫年
长的孩子在家照料年幼的孩子，导致其错过最好的受教育机会，且缺乏与同龄人的交往和接触。

同时，父母均工作会缺乏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可能会对子女的情绪发展产生影响，而这些潜在影响
都是终身的。

但随着相关救助计划的不断完善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指出，女性就业对代际
贫困传递有阻断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工作的非正规化程度越来越高，女性的工作时间
逐渐变得灵活，能够调整时间来对子女进行看护与教育。这使得女性能够将工作收入和对子女的陪
伴相结合。与此同时，工作也使得这些母亲更快乐、更自信，从而也使其子女受益。可见，对女性就
业影响的判断要受到一些前提条件的限制，不能一概而论。Ｌｕｄｗｉｇ　＆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６）在充分考虑了
家庭结构特征这一前提后，研究发现，对于正常家庭的孩子，母亲工作会比没有工作的情况更糟糕；

对于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母亲工作会比没有工作更好。
（二）家庭外部因素

１．社会关系网与社会排斥。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Ｓｅｒａｇｅｌｄｉｎ（２０００）研究指出，通过强大的社会关系，人
们能够获得工作、在危机时获得资源、更好地应对危机、互相看护儿童、进行资本借贷并提高发言权
和影响力等，从而能够阻止贫困带来的负面影响。Ｖａｎｄｅｒｐｕｙｅ－Ｏｒｇ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研究发现，加纳南
部被社会孤立的家庭面对特殊冲击时无法维持平稳消费，而具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的家庭能够有效
地应对冲击。因此，Ｃｈａｎｔａｒａｔ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２）研究指出，社会关系网还可以补充或替代生产性资
产，以促进一些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然而，建立社会关系网并非易事，并非所有家庭都能与其他家庭
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有些家庭在建立关系的过程中会遭到拒绝。而且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建立和
维持社会关系网所需成本过高，一些家庭可能会选择退出社会关系网，从而被社会孤立，无法从社会
关系网中获益，进而处于持续贫困的状态。还有一些研究表明，穷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作用有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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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帮助穷人摆脱困境（Ｍｏｇｕｅｓ　＆Ｃａｒｔｅｒ，２００５；Ａｄａ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Ｓａｎｔｏｓ　＆Ｂａｒｒｅｔｔ，２０１０）。

因此，社会关系网的有用性取决于关系网中群体所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并非每个人都能从社
会关系网中获益。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０５）对英国的贫穷与社会排斥的调查研究表明，贫穷的社群就是被社会
排斥的一群，他们被社会排斥（歧视）的方式广泛而多样。Ｐａｎｄａ（１９９７）指出社会歧视和不平等会减
少单身母亲能够获得的资源，并且对单身母亲的社会歧视将会降低她们构建社会关系网的能力，其
孩子可能会变得更糟。Ａｇａｒｗａｌ（１９９２）对印度部分地区的研究表明，因性别歧视而限制妇女耕种将
导致她们陷入贫困。Ａｄａｔ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研究指出，南非较富裕的白人家庭非常排斥与较贫穷的黑人
家庭构建社会关系网络。Ｃｏｒｃｏｒａｎ（２００１）基于美国的案例研究表明，黑人的代际贫困现象比白人更
为严重。Ｓｈａｒｋｅｙ（２００８）基于ＰＳＩＤ数据对美国贫困地区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进行研究得出，在美国贫
困地区长大的黑人儿童成年后超过７０％仍然居住在贫困地区，而白人儿童只有４０％。另外，遭受社
会歧视的孩子更容易遭遇暴力事件，产生心理问题，其心理承受能力不足。而且，被社会排斥的儿童
很难跳出贫困，这些最终造成了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

２．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２００４）指出环境质量与人的预期寿命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所以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因素。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１）研究指出，环境的恶化、

私人和公共自然资源的枯竭对后代的生计会产生不利影响。人们在特定地区生活或工作，面临特定
的自然资源限制，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长期贫困人口面临着基于生态和气候限制；在城市地区，污染意
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比如因水污染而不得不购买饮用水，空气污染造成健康问题，以及住宅区废物
处理等。因此，Ｖａｒｖａｒｉｇｏｓ（２０１０）研究指出，自然环境恶化会对人的健康造成不利的负面影响，加重
医疗负担。Ｃｌｏｏｔｅｎｓ（２０１７）还指出，环境恶化导致那些靠天吃饭的低层劳动者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
收入，进而陷入贫困。

除家庭生活的环境外，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Ｂｉｒｄ　＆
Ｓｈｉｎｙｅｋｗａ（２００５）通过对乌干达不同地区的研究得出，离市中心和超市越近、社区基础设施越完善、

交通越发达、医疗服务水平越好的地区的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发达的通信技术
更有利于帮助低收入家庭转变生计策略，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有利于改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减
少因病致贫。因此，Ｌｕｄｗｉｇ　＆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６）和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研究都指出，贫困家庭由贫困地区
转移到相对发达地区对年轻的孩子脱贫可能更有利，他们可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摆脱贫困的恶
性循环。

３．外部冲击。来自家庭外部的冲击包括战争、暴乱、突发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和其他影响家
庭财富的重大事件等。Ｂｉｒｄ（２００７）研究指出，经过战争洗礼后的家庭失去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家庭
财富，极易陷入贫困。长期的战争可能会限制儿童的整体发展，破坏其社会关系，因战争而受到创伤
的父母可能无法照顾子女或甚至无法谋生，儿童可能会受伤或成为孤儿，无法接受教育甚至无法正
常生活，而这些都可能会对父母和子女造成长期的影响，促使贫困在代际间的传递。Ｓｉｌｏｖｅ（１９９９）和

Ｓｔｅｅｌ（２００２）则指出，暴乱也被认为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发生暴乱的地区，成人和儿童均会
面临较大的危险和压力，甚至受到精神创伤，比如焦虑和抑郁等可能对受害者的心理健康造成长期
影响，并使受害者接触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传播疾病。Ｕｐｐａｒｄ（２００３）进一步指出，长期遭受暴乱等
冲击还会导致家庭成员养成酗酒等不良习惯，更加剧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Ｐｕｎａｍａｋｉ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研究指出，贫困家庭的孩子在生活的社区或者学校可能会受到邻居或同
学的排挤与歧视，甚至会遭遇一些暴力事件，经历过暴力事件的儿童可能会产生心理问题，心理承受
能力降低。在巴勒斯坦，遭受暴力事件的儿童更有可能与父母有嫌隙、产生心理问题、认知能力下
降。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的研究显示，在开普敦卡雅利沙，经历过社区暴力的儿童中超过４０％患
有一种或多种精神疾病。

４．宗教、文化和心理因素。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１）研究指出，文化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也颇为深刻，

贫困家庭的儿童本身能够获取的资源就少，更是缺乏跳出贫困的机会，于是这些家庭的儿童即使有
—５３１—

刘新波等：贫困代际传递研究进展



　 　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远大的理想抱负，在缺少条件以及周围人的日益“同化”之下，他们逐渐降低自己的期望，接受“像我
这样的人”的某些愿望。尤其，在追求理想的儿童经历了持续失望的情况下，他们会有更低的期望。
长期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会自觉将自己代入“穷人”这个角色。Ｂｒｏｏｋｓ－Ｇｕｎｎ（１９９７）研究发现，在贫
困社区长大的孩子，其认知发展和志向等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贫困家庭的儿童肯定比富裕家庭的
同龄人的抱负更有限，或者说谈不上有任何抱负。贫困家庭的父母也不会给子女传递有助于阻断代
际贫困传递的态度，以至贫困状态继续传递。Ｈｏｒｉｉ　＆Ｓａｓａｋｉ（２０１２）研究发现，儿童会观察与自己同
等条件的人的行为，观察别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更广泛的机会并目睹了其他人如何做，便会相
信他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儿童发现同伴没有接受教育，其辍学的可能性会增大，这些代际间和代
际内的机制相互加强，会造成严重的贫困陷阱。
此外，Ｃｏｒｃｏｒａｎ（１９９５）还研究指出，穷人从社会福利中获得了不正当的激励，比如他们不愿意寻

找工作获得低工资，而更愿意享受福利，更有可能会非婚生子，以及有更低水平的理想抱负。于是，
他们逐渐形成了懒惰、不作为、无抱负的习惯和认知。但宗教可以帮助贫困人口树立生活信心。宗
教身份作为一个人社会身份的元素之一，与就业、收入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国家长期存在宗教
冲突，其中，乌干达、印度等国家的宗教冲突覆盖了种族差异（Ｂｉｒｄ，２００７）。Ｌｕｄｗｉｇ　＆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６）
基于ＮＥＬＳ数据的研究表明，假设宗教与儿童贫困有着因果关系，那么，八年级学生参加宗教仪式将
使他们这一代人的贫困减少９％。

三、贫困代际传递的测度

（一）测度方法

１．代际收入弹性。自Ｂｅｃｋｅｒ　＆Ｔｏｍｅｓ（１９７９）实证测度美国代际收入弹性以来，诸多学者将代
际收入弹性运用到了贫困代际传递领域，以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收入”为代理变量，以代际收入弹性
系数测度贫困代际传递的程度（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１９９２）。
代际收入弹性的基准回归模型为：

ｌｎｙｃｉ ＝α＋βｌｎｙｐｉ＋εｉ

其中，ｙｃｉ指第ｉ个家庭中子代的收入，ｙｐｉ指第ｉ个家庭中父代的收入，分别对父代和子代的收入
取对数进行回归，系数β则代表代际间的收入弹性，介于０～１之间，β值越大说明代际间收入的相关
性越高。对于贫困家庭来说，β值越大表明家庭内部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越明显。

２．转换概率矩阵法。除通过建立双对数模型计算代际收入弹性考察代际收入流动性大小外，
另外一种较为常用的测度贫困代际传递的方法是转移概率矩阵法。
转移概率矩阵由俄国数学家马尔科夫于２０世纪初提出，该矩阵最初用于状态转移的研究，即指客

观事物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概率。运用到贫困代际传递的研究中，转移概率矩阵可以用
来测度子代相对于父代所处经济地位的变化情况（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５；Ｓａｃｚｅｗｓｋａ－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ａ，２０１６）。
转移概率矩阵可表示如下：

Ｒ＝

Ｐ１１ … Ｐ１ｎ
  

Ｐｎ１ … Ｐ

熿

燀

燄

燅ｎｎ

将社会收入分为ｎ个等级，通常用行来表示父代的收入等级，列表示子代的收入等级，矩阵内的
元素表示代际收入的相对流动概率，矩阵中各元素均非负，且每行元素之和为１①。例如，Ｐｉｊ表示父
代收入等级为ｉ、其子代收入等级为ｊ的概率。矩阵中主对角线的元素表示子代收入等级相对于父
代未发生变化的概率，值越大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越弱。特别地，当主对角线的元素位于低收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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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时，值越大则表示贫困代际传递程度越高。在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测度中，我们较为关注的是，对于
处于低收入等级的父代，其子代维持在低收入等级或跳出低收入等级的概率。

（二）数据库与收入变量的选取
早期能够提供数据供学者进行代际收入弹性测度的数据库较少，初期的研究多采用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数据库（ＰＳＩＤ）①进行测度（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５；Ｃｏｒｃｏｒａｎ，２００１），而且一直
持续被学者所广泛使用至今（Ｍａｙｅｒ　＆Ｌｏｐｏｏ，２００５；Ｌｅｅ　＆Ｓｏｌｏｎ，２００９；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除

ＰＳＩＤ数据库，可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数据库还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数据库（ＮＬＳ）。数
据库的样本量也在不断丰富，从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的３４８个观测值到Ｅｉｄｅ　＆Ｓｈｏｗａｌｔｅｒ（１９９９）和Ｃｏｏｐｅｒ
（２０１１）分别使用６１２个和１４２４个观测值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度。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则使用

２５２５８个观测值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虽然使用不同数量的观测值得出代际收入弹性的不同性质，

但是对于低收入群体的高代际收入弹性这一观点，学者们已经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在收入变量的选取方面，若使用短期收入则会使测量结果产生偏误，原则上应该选择整个生命
周期的永久性收入进行测度，然而永久性收入的获取存在困难，于是学者们采用一段时间内收入的
均值来替代。Ｂｌａｃｋ　＆Ｄｅｖｅｒｅａｕｘ（２０１１）和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研究指出，对于子代整个生命周期
来说，早期收入偏低，因此，整个生命周期中期的收入是永久性收入的最好代理变量。Ｍａｙｅｒ　＆
Ｌｏｐｏｏ（２００５）更是明确所谓生命中期的具体范围应该是３０～４０岁。Ｏｓｔｅｒｂａｃｋａ（２００１）和Ｂｒａｔｓ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则认为由于女性收入会受到较多家庭外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多选取儿子的成年收入作
为子代收入变量。然而，也有学者分别对不同性别子女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了测度。Ｍａｙｅｒ　＆
Ｌｏｐｏｏ（２００５）基于１９７７－２０００年的数据测度得出，父代与儿子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值为０．４４，与
女儿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均值为０．４３。此外，不同研究对父代样本的选取也不尽相同。Ｓｏｌｏｎ
（１９９２）将父亲的收入作为父代收入变量；Ｂｒａｔｓ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和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等则将父亲
与母亲的收入均纳入考虑。

（三）测度结果
早期的研究都是基于ＮＬＳ和ＰＳＩＤ数据库测度美国的贫困代际传递情况。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基于收

入双对数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测度代际收入弹性为０．４。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２）基于ＮＬＳ数据，测度得出的代际收入弹性为０．５３８。Ｒｏｄｇｅｒｓ（１９９５）基于ＰＳＩＤ数据库，通过
构建转移矩阵对美国的贫困代际传递水平进行测度。结果显示，若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条件
没有改善，贫困家庭子女成年后继承父母贫困的概率为３２％～４６％；即使成年后脱离贫困的子女中，

也仍然有大约５０％的家庭净收入不及贫困线的两倍。Ｐａｌｏｍｉｎ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
分位数回归测度了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美国百分位数的代际收入弹性。研究结果显示，代际收入弹性呈
现Ｕ型，在第５百分位数为０．７，第１０百分位是０．６６，这表明在低收入群体中，代际收入的相关性较
为明显，也即存在着贫困代际传递，而且父代收入越低，子代越难以跳出贫困。他们认为，之前研究
结论的不同是由于其所用观测值较少。同时他发现，进入２１世纪后低收入群体的代际收入弹性在
上升。

Ｄｅａｒ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７）研究发现，英国代际流动的程度是有限的。在劳动力市场收入和受教育年
限方面，父亲和子女之间存在明显的代际关系。Ｃｏｒａｋ　＆ Ｈｅｉｓｚ（１９９９）对加拿大的研究发现，代际收
入弹性在收入底端最低，呈现倒Ｖ型。Ｏｓｔｅｒｂａｃｋａ（２００１）对芬兰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测度得出，贫
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较低，而富裕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也即代际收入弹性随收入的增加而
递增。Ｓａｃｚｅｗｓｋａ－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ａ（２０１６）基于波兰的面板数据，将收入分为贫困、类贫困与非贫困三大
类，通过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分析得出，农村贫困家庭持续贫困的概率为６３．７１％，高于城市贫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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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ＰＳＩＤ数据库始于１９６８年，目前已运行５０年，从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９７年每年调查一次，之后每隔一年调查一次，数
据库中包含１８０００多个观测值，５０００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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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贫困概率（５２．７１％）。Ｃｏｒａｋ（２００６）对不同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比较得出，英国、美国和
法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是代际收入流动最差的国家，贫困家庭子女大约４０％～５０％会陷入贫困，

在加拿大、芬兰、挪威和丹麦则大概２０％或更低。Ｂｒａｔｓ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的研究表明，北欧福利经济
国家的代际收入流动性高于美国等较为市场化的经济体，尤其对于低收入群体，北欧国家与英美之
间代际收入弹性的差异更大。他们还通过分位数回归法得出，父代收入在最低百分位数的子代成年
后收入前景与父代收入在第１５～２０百分位数的子代非常相似。

基于微观数据的代际收入弹性法和转换概率矩阵法是对代际贫困概念的最直接测度，但这一回
归模型最大的弊端在于会出现计量上的“向上偏误”，后续学者围绕该方法不断地进行了计量上的修
正。因此，可以尝试从宏观层面进行测度，以从更多的视角理解代际贫困问题。Ｃｏｒａｋ（２０１３）以各国
基尼系数为横轴，代际收入弹性为纵轴得到了著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基尼系数”与“代际
收入弹性”基本成正相关关系（一条直线），即一个国家的社会不公平程度越高，其“代际收入弹性”越
高，代际流动性越低。结果显示，丹麦、瑞典、挪威、加拿大等高福利国家的代际流动性较大，而发展
中国家的代际流动性较小，中国在图的右上角，收入情况的代际传递较为明显，情况仅仅好于巴西、

智力、秘鲁和阿根廷。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基于１９８８－２０１１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ＣＨＮＳ）数据进
行了研究（张立冬，２０１３；马文武等，２０１８）。结论显示，虽然中国整体的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
际传递机会基本呈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上看，贫困代际传递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且农村贫困代际传
递机会大于城市，城乡子代贫困机会差距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不断拉大。

四、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机制

Ｈｉｃｋｅｌ（２０１６）研究指出，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全球ＧＤＰ增长所产生的所有收入中，最贫穷的６０％人
口只获得了５％的收入。如果按照这个速度，通过增长消除贫困将需要１００多年的时间。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进一步研究指出，当前减贫的挑战是已经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生产力增长和劳动力
市场参与的成果并未被很大一部分人口享受。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面临着工资低（且停滞不前）、

就业和工作时间不稳定、雇主提供的福利最少、晋升机会有限。特别是黑人，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市
场壁垒，几乎无法获得应有的公共利益。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族裔所带来的机会和结果的代际不平
等以及代际传递广泛存在于跨社区、住房、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刑事司法等系统中，对下一代产生了
显著的影响。对此，Ｓｈｅｒｍａｎ　＆Ｔｒｉｓｉ（２０１４）和Ｚｉｌｉａｋ（２０１５）研究指出，如果反贫困政策越来越多地
提供了以工作为条件的福利，那么没有正式就业收入的家庭没有资格获得多种形式的公共援助，特
别是现金援助，因此现金收入很少、严重贫困或物质困难率很高的家庭比例将增加。综上所述，这些
因素表明反贫困创新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上文对贫困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梳理可以发现，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往往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
果。因此，阻断不利因素的代际传递应采取分层次的各个击破。第一个层次是个人层面，贫困个体
首先要有脱贫的愿望和信心，然后才有动力和决心改变家庭内部不利环境。第二个层次是社会层
面，负责消除社会排斥问题，包括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以及单亲家庭等弱势群体的被排斥，在一些
国家往往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第三个层次是政府层面，由于贫困个体物质的极度匮乏已经限制了其
自身能力的完善和发展，要阻止营养与健康、教育和人力资本、女性就业、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外部
冲击这些方面不利因素的代际传递，必须依靠政府公共支出，构建社会安全网。下面将就三个层次
的阻断机制逐一展开。

（一）个体层面

Ｇｕｇｕｓｈｖｉｌｉ（２０１６）研究指出，从个人主观层面考虑，那些延续父代贫困甚至更贫困的个体，他们
更容易将贫困视为是由社会不公正等外部性因素造成的，而跳出贫困的个体则将贫困归因于个人因
素，比如懒惰、缺乏意志力等。因此，个人态度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学会
良好的行为习惯，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Ｓｃｈａｄｙ（２０１１）也指出，贫困家庭的父母应该加强对子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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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激励，要为其树立脱贫的信心，并为跳出代际贫困而努力奋斗。
首先，家庭可以通过转变家庭生计策略来实现贫困代际传递的阻断。ＣＰＲＣ（２００９）在研究报告

中指出，好的生计策略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摆脱恶性贫困陷阱，比如农村家庭可以由从事农业活动
转为农业与非农业相结合或从事小型贸易来提高家庭收入（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但家庭在通过改变生
计策略来提高家庭收入时，可能会遇到进入壁垒，例如，Ｗａｌｅｌｉｇｎ（２０１７）在尼泊尔的一项研究表明，
虽然小型贸易能够使人们摆脱贫困，但并不是所有贫困家庭都有能力去从事贸易。于是便需要政策
干预来降低不同生计策略的进入壁垒，从而为低收入群体扩大生计选择的范围，使其能够通过改变
生计策略来跳出贫困。Ｗａｌｅｌｉｇ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认为改善贫困家庭生计策略选择范围的单一政策是不
够的，需要实施辅助资产保护措施来阻断贫困家庭再次陷入贫困。
此外，还有学者们倡议要为子女构建健康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针对单亲家庭等弱势群

体，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研究直接考虑改变家庭结构。他们回顾了改善避孕方法的可能性，特别是
长效避孕药，以减少意外和非婚姻怀孕，以此改善经济和社会福祉。对于改变家庭环境，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２０１７）指出父母吸烟对子代的影响是长期且不利的，加大了子代吸烟的可能性，损害了子代的健
康；并且长期吸烟是代际贫困的一个特征，父母停止吸烟或减少在家吸烟次数能够有效改善贫困
代际传递现象。而就酗酒这一不良嗜好而言，Ａｈｅｒ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早期的研究建议，通过提高酒的价
格改善家庭情况，因为穷人对价格很敏感，提高酒的价格，贫困家庭就会减少酒的消费。Ｂｉｒｄ　＆
Ｓｈｉｎｙｅｋｗａ（２００５）则不同意提高酒的价格，因为酗酒者无法在短时间内戒酒，提高酒的价格则会使
其在短期内面临更加贫困的困境。所以，更重要的是个人通过自我努力逐步戒除吸烟和酗酒的恶
习，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借助相关社会机构的力量，如嗜酒者互诫协会（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ｓ　Ａｎｏｎｙ－
ｍｏｕｓ）。

（二）社会层面
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贫困家庭由于受到不平等

待遇与社会歧视，较之非贫困家庭缺少可以跳出贫困的机会以及相关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贫困家
庭的子女由于被歧视，经常会遭受社区或学校同龄人的冷落甚至暴力，被排斥在同龄人的社交圈外，
这些可能会导致这些孩子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利于其日后的发展。因此构建和谐文明的社会环
境有利于改善贫困代际传递的困境。
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Ｒｅｎｅ　Ｌｅｎｏｉｒ）早在１９７４年就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随后，欧盟在其反贫

困计划（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使用了这样一个概念，订立了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
的共同目标（ｃｏｍｍ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并试图通过社会政策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提高社会成员的社会
参与①。２０１０年６月，欧盟夏季首脑会议通过的“欧洲２０２０战略：实现智能、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
长”依旧把消除贫困和反社会排斥定为欧盟在这十年内社会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②，提出要实现社
会融合。Ｂｉｒｄ　＆Ｓｈｉｎｙｅｋｗａ（２００５）提出解决社会排斥问题，减少贫困家庭的耻辱感，消除贫困家庭
的经济参与障碍，提高贫困家庭的自信与社会参与度。长期贫困研究中心（ＣＰＲＣ，２００９）也提出要想
使长期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必须解决不平等和歧视问题，鼓励贫困人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更加广泛
而深入地融入社会。

Ｂｉ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提出可以通过立法维护弱势群体（比如单亲母亲、残障人士）的权利，或者借助
众多社会组织的力量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比如就上文提到的吸烟和酗酒问题，各国的癌症协会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其对健康的危害。嗜酒者互诫协会也在积极帮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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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针对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母亲、多问题家庭、边缘群
体、叛逆者这一人群，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在１９７４年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参见阿马蒂亚·森，２００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　２０２０．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Ｓｍａｒｔ，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３．
３２０１０ＣＯＭ（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ｕ２０２０／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目标就是让身处贫困和被社会排斥的人数
总量减少２００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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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除恶习。世界银行（２００１）也指出，还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从扩大
贫困者的经济机会、促进赋权和加强安全保障三个方面来形成持续性的减贫动力。此外，一些学者
研究了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项目的扶贫效果，Ｓｅｎｄｉ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９）利用小业主贷款融资项目
（ＳＥＬＦ）检验了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小额信贷的扶贫作用，认为ＳＥＬＦ项目有助于提升贫困妇女经营
小型项目的能力，但从长远来看对增加家庭财富的作用不明显。Ｋｏｔｉｒ　＆ Ｏｂｅｎｇ－Ｏｄｏｏｍ（２００９）利用
加纳西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小额信贷与农户发展的关系，认为小额信贷有利于提高家庭生产率和
增加财富，但对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不大。

与此同时，Ｌｕｄｗｉｇ　＆ Ｍａｙｅｒ（２００６）研究认为，鼓励宗教信仰可以帮助父母和儿童改善贫困现
状，父母的宗教信仰可以鼓励父母以有利于孩子的方式行事，他们的婚姻也会更加牢固，并将宗教态
度传递给孩子。宗教信仰为儿童提供了一种道德指南针，影响他们的行为，使其远离犯罪、吸毒和酗
酒等其他可能造成贫困的行为。宗教灌输了良好的职业道德，这使得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获得并保
住工作，提高他们未来的经济收入，进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三）政府层面
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救济穷人可提高全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刺激生

产，进而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减贫更多的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这可以追溯到英国早期的济贫法。通
过政府支出构建起的社会安全网在减贫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Ｍｅｙｅｒ　＆ Ｗｕ（２０１８）等采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美国收入调查数据测算了社会保障（ＯＡＳＤＩ）、补充保障计划（ＳＳＩ）、所得税抵免（ＥＩ－
ＴＣ）、补充营养（ＳＮＡＰ）、公共援助和住房援助的政策实施效果。结果显示，社会保障将贫困率降低
了１／３，是其他五种转移计划综合效应的两倍多。除所得税抵免外，其他项目都大幅减少了深度贫困
（低于贫困线的５０％），其中，ＯＡＳＤＩ项目主要针对贫困的老年人和残疾人。单亲家庭从ＥＩＴＣ、

ＳＮＡＰ和住房援助中受益更多，但他们仍然相对缺乏安全网的服务，六个项目加在一起只将贫困率
降低了３８％。因此，要从更深层次、更本质的节点上去减少贫困的发生。

１．优化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在理论上，从舒尔茨到阿玛蒂亚·森都强调了以教育和人力资
本投入来改善和消除贫困。Ｂａｒｈａ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构建世代交叠模型证实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有效途径，然而贫困家庭由于初始禀赋有限，可能难以支持子女接受教育。政府可以通过转移
支付使任何有能力的人得到最佳的教育水平，进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研究指出，

政府支出是比家庭投资更为重要的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投资。Ｃａｒｄａ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采用１９６８－２００５
年间美国ＰＳＩＤ数据库父代与子代的配对数据，通过分解代际收入弹性，具体研究了公共政策缓解
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研究发现代际收入弹性中约１／３的部分来源于投资，即公共支出政策能够
通过提高贫困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Ｓｔｒｕｍｂ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主张建立基
于城市大学ＡＳＡＰ模式的国家社区学院模式，该模式为学生提供广泛的建议、学术、职业和财政支
持，同时要求学生在高度结构化的学位课程中全职入学。Ｈｏｌｚｅｒ（２００８）为各州制定了一个竞争性
的补助计划，以实施基于绩效的社区大学计划来改善弱势群体的学业和就业成果。Ｄｕｔｔａ－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主张为低技能工人提供全国在职培训和补贴就业计划。以教育减少贫困代际传递的可能
性已经毋庸置疑，父母接受教育完成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有能力参与就业市场，通过工作取得收入
实现脱贫，从而才有投资子女的教育的条件。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实，随着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收
入水平的提高，其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会增加。最终，接受充分教育的子女在成年后自食其力，阻
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本文将这一过程简化为以提高人力资本实现收入提高为目标的闭合路径，如
图３所示。

从图３可以看到，减贫实践中接受教育的主体存在父（代）子（代）关系。因此，１９６５年美国健康
及公共事业部（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的儿童与家庭管理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组织实施了针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项目，协助父母和儿
童分享社区资源，促进低收入家庭学龄前儿童的健康发展，协调家庭和社区关系，为父母提供就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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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两代”扶贫机制

会和支持。这是将幼儿教育与父母人力资本发展结合起来的最初的两代（ｔｗ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扶贫概
念。但是正如很多人所担心的，由于父母经济和能力水平有限，从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毕业之后大部分孩子
都就读于一些教学质量差的学校，原来参与这个早教项目的孩子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及优势并没有在
日后的成长过程中得到持续发展和体现。针对当前早教项目仅仅为家长提供就业机会而不是人力
资本提升，社区大学无法解决就读学生的子女照料问题，Ｓｏ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据此提出了新的两代反
贫困战略（ｔｗｏ－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建议是将原本孤立的 Ｈｅａｄ　Ｓｔａｒｔ项目和社区大学
有机结合起来，有计划地安排接受早教项目孩子的父母去社区大学接受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培训，充
分发挥早教项目的育儿功能和社区大学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的优势，可以简化过去两个项目的功
能交叉，提高扶贫效率，而且基于两个平台的数据分析，对贫困家庭和个体的需求和定位更为精准，

也进一步提高了贫困家庭父母的参与度。

２．增加就业且提高最低工资。贫困主体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就业以提高收入。就业（尤其是稳
定的就业）被广泛视为摆脱贫困或阻止进入贫困的最可靠途径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

Ｈａｓｋｉｎｓ　＆Ｓａｗｈｉｌｌ（２００９）调查了影响贫困的各种因素，并且估计，如果所有非老年、非残疾的家庭负
责人都是全职工作的，那么有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率将减少一半。ＭｃＫｅｒｎ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的研究证实
了更高的就业率是家庭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Ｂｅｒｇ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提议了一项联邦工作保障方案，建
议保证所有美国成年人都能得到全职的贫困工资和福利，并且进一步指出，虽然该提案的成本很高，

但也是最具变革性的。因为通过确保就业获得足够的工资和福利，许多其他扶贫项目的投入需求将
被消除。Ｄｕｔｔａ－Ｇｕｐｔ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也估算得出，如果每年为２４０万参与者提供直接补偿的总成本为

１５９亿美元的就业补贴，参加者的贫困率将从３５％降至２０％，深度贫困率将从１４％降至４％以下。

与影响贫困风险和持续时间的几乎任何其他因素相比，全职工作与较低的贫困率有着最为密切的关
系。Ｒｏｍｉｃｈ　＆ Ｈｉｌｌ（２０１８）根据美国劳工局２０１０年３～６月当前人口调查（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ｖｅｙ，ＣＰＳ）年度退出轮换组（ｏｕｔ－ｇｏｉｎｇ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ＯＲＧ）数据，从工资分配的角度研究指出，小时
工资在７．２６美元到１０．１５美元之间的小时工，贫困率最高。其中有１６．８９％的小时工贫穷，另外

１３．６％的小时工接近贫困。因此，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已经远远低于生活成本，这加剧了美国
的贫困和不平等。建议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１２美元，并临时扩大现有的雇主税收抵免以
提高低收入工人的向上流动性。Ｄｕｂｅ（２０１８）也认为，平均而言，最低工资增加１０％，贫困率降
低１．５％。

３．提高贫困儿童的现金补助。帮助贫困儿童脱贫就等于切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途径。众多
学者在关于美国扶贫政策的反思中指出，当前最底层的家庭所能获得的援助越来越多地采用实物
形式而不是现金形式。虽然这些福利对于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美国极端穷人面临的
一个核心困境是缺乏可获得的现金收入（Ｅｄｉｎ　＆Ｓｈａｅｆｅｒ，２０１５）。越来越多的证据则表明，收入转
移甚至较小的收入转移都可以改善儿童的健康和发展。Ｖｉｌｌａ（２０１８）研究指出，青年时期人力资本
的增加将导致成年后更高的生产能力，改善儿童早期个体的营养状况，增加学龄儿童的教育年限，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ＣＴ）效果明显。ＣＣＴ向贫困家庭中的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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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现金转移，条件是他们的孩子保持上学出勤率和健康检查（Ａｔｔａｎａｓｉ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迄今，在
拉美以及亚洲等地区，超过１亿贫困家庭参与了这些计划（Ｂａｒｒｉｅｎｔｏｓ　＆ Ｖｉｌｌａ，２０１５）。从长远来
看，向有孩子的家庭转移支付也可能通过促进教育、娱乐、减少犯罪、减少无家可归和提高劳动力
市场生产力来降低社会成本（Ｅｖａｎ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Ｈｏｌｚ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Ｈｏｙｎｅｓ　＆Ｐａｔｅｌ，２０１５；Ａｌ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Ｓｈａｅｆｅｒ（２０１８）研究指出，在儿童免税的情况下，福利通常随收入增加而增加，而且他
们的一年一次的支付计划很难适应越来越多的家庭每月收入的不稳定。因此，建议用每月通用儿
童津贴取代儿童免税和儿童税收抵免，为所有有孩子的家庭（包括最脆弱的家庭）提供定期、可靠、

每月现金津贴和最低收入。普遍儿童津贴将为最脆弱的家庭甚至是所有有孩子的家庭提供基本
的现金来源。

五、总结

子女不断重复父母的贫困境遇，贫困阶层之所以长期不能脱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本
文以家庭为单位将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划分为家庭内部因素与家庭外部因素，继而根据这些
因素总结出针对性的扶贫方案，构建多层次的扶贫体系。通过对多年扶贫实践的反思，学者们更
多强调的是贫困主体之间的联系和扶贫政策之间的互通。在社会安全网充分的前提下，教育是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核心，父代通过接受教育取得就业机会，辅之以最低工资和就业补助确保其就
业收入可以帮助其完成脱贫。父代收入的提高为子代接受教育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配套以儿童
津贴等现金补助，为进一步确保子代顺利完成人力资本积累，从幼年就降低其能力贫困提供了可
能性。因此，当前对代际贫困的原因和机制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和系统，但在测度上还需要做进
一步的拓展。一方面，当前的研究都是基于家计调查的微观数据进行测度，其最大的弊端是在计
量上存在向上的偏误，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是否可以扩展到宏观层面进行测度。另一方面，教育
的剥夺与受教育水平的代际传递问题还未能定量测算。正如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据英国《独立报》

报道，由于英国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布莱尔想扩充进入大学学习的贫困家庭学生数量的
计划也将面临失败。最新的美国名校的招生丑闻等事实也说明，虽然以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
经能够达成共识，但是教育水平的差距也将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瓶颈，必须对此加以测度和
考量。

我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连续６年平均每年减贫１３００多万人，２０２０年将完成脱贫攻坚
战，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彻底解决中国千百年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并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相对贫困还会长期存在，减贫在中国还是一项长
期的任务。近三年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虽然我国整体贫困水平逐年下降，但贫困代际传递机会呈现
上升趋势，并以中西部落后地区尤为明显，且农村子代贫困的机会要高于城市（卢盛峰、潘星宇，

２０１６；马文武等，２０１８）。为此，２０１８年，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
坚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教育基
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
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更多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更好更高层次教
育，都有机会通过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实现家庭脱贫，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
攻坚的能力显著增强。从《实施方案》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依旧是停留在提高贫困主体受
教育年限的阶段，已经从义务教育扩展到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但是教育质量问题还没有提及。而
接受低质量教育终将形成“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水平质量较低———就业市场上竞争力较低———

世代较低收入水平”的路径传递，这也是相对贫困中的教育相对贫困。此外，《实施方案》在学前教育
中只是明确省级统筹学前教育资金向“三区三州”倾斜，但学前教育其实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短板，即
使在发达地区，诸如北京地区，公立幼儿园也是一位难求，私立幼儿园爆出虐童事件。因此，对贫困

—２４１—



儿童，除了享受社会救助中的特困人员供养以及教育救助，还应借鉴国际经验，设立专门的妇女儿童
救助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妇女提供生育津贴及分娩前后服务，为有儿童的低收入家庭发放儿童营
养必需品，提供儿童照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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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Ｄ．Ｊ．（１９９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ｍｅｄｉｏｃ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８２（３）：

４０９－４２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ＬＩＵ　Ｘｉｎｂｏ１　ＷＥＮ　Ｊｉｎｇ２　ＬＩＵ　Ｙｉｆａｎｇ２

（１．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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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ｅｌ，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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